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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保持较高的增速，目前超过一半以上人口居
住在城镇。研究者对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影响持有不同的看法，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城市
增长逻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培育出的生

态理性，认为只有发展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在两个理论框架下，本文以空气质量为切入
点，分析了人口和土地两个维度的城市化对细颗粒物( PM2. 5)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二
氧化氮( NO2 ) 、二氧化硫( SO2 ) 以及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的作用。发现在中等城市化水平的
地区空气污染水平最高，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和较高的两端污染水平最低。此外，相比人口
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支持，城
市化实质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减轻是多个层次的行

动者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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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人类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但人
口大规模集聚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以细颗粒物( PM2. 5) 等污染物为代表的空气质量问题为例，2015 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 338 个
地级以上城市只有 7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265 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 78. 4%，其中，超标天
数中细颗粒物( PM2. 5) 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分别占到超标天数的 66. 8%和
15. 0%，二氧化氮( NO2 ) 和二氧化硫( SO2 ) 为首要污染的天数分别占到 0. 5%和 0. 5%［1］。
在我国，平衡城镇发展和环境保护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2013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

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正式发布，提出要“走以人为本、
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新型
城镇化建设。2016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
领，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城市化和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学界兴趣，但研究者在城市化的具体影响上存在争议。

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研究者认为由于城市化与资本扩张逻辑的一致性，城市发展将导致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因此城市化与空气质量之间存在负向线性关系。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城市化
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同时还蕴含着社会结构的分化、科学技术的创新、环境治理思路和手段的进
步等现代化过程，因此城市化和空气污染将呈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即中等城市化水平时空气

污染物浓度最高，两端相对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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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希望在以下五个方面推动对相关问题的理解。首先，在政治经济学和
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下，综合考虑城市化可能导致空气污染的内在社会机制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博

弈过程，理解不同范式下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式，对两个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其次，
在控制相关重要变量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层次的城市化发展与空气质量的关系进行系统检验。囿
于数据原因，目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省份层次［2－4］、省会城市［5－6］或某一地区的部分城市［7］，针对全
国范围更细化地理空间的研究相对不足。考虑到我国不同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社会文
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较为粗略的地理范围内考察城市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可能导致结论出现以

偏概全的情况。再次，从人口和土地两个维度探究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传统上对城市化的定
义偏重于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虽然目前研究较为有限，但是有研究者提出土地利用方式的转

变也是城市化的重要特征［8－10］。相比于人口流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作用于土壤、植被、地表水、地
下水等多种环境要素，对城市环境的调节、净化、循环等生态过程均产生基础性作用，直接影响了城
市空气质量。第四，本研究全面分析了 PM2. 5、PM10、SO2、NO2 四类重点监测空气污染物的年平均

浓度和达标天数，既有对空气质量的正面综合考察，也有对重点污染物的细节分析。最后，鉴于空气
污染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性，相邻城市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引入空间滞后模型对

数据进行更为科学的建模。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 一) 政治经济学范式: 城市扩张与环境污染

在政治经济学范式影响下，部分环境社会学家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因素对自然的影

响，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不兼容性。
1970年代后期，研究者系统地发展了生产跑步机理论［11－13］，认为早期的马尔萨斯主义、消费主

义、技术决定论等理论大多只看到引发环境问题的表面原因，没有深入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根
源。秉承新马克思主义，生产跑步机理论强调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利润
最大化的追求推动生产者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从自然中攫取资源( withdrawals)
和排出废弃物( additions) 。这种模式所推崇的增长逻辑逐渐从生产部门扩散到全社会，深刻地影响
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政府需要通过支持经济生产扩大财政收入，劳动者为了降低失业风险也要
寄希望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国家、市场和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均卷入到这一过程中，形成推动经
济发展的共同体。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城市扩张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和环境保护是不可协
调的。
在阅读总结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基础上，Foster［14－15］进一步总结出城市代谢失衡理论( Metabolic

Ｒift Theory) ，更加明确地将城市化作为研究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核心概念，强调城市化过程带来的人
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除了对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的关注，Foster 也看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方式
转变带来的环境问题。该理论认为，在乡村生活方式下，人类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可以循环利用提升
土壤肥力，人和土地之间形成完整的代谢闭环。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和乡村的隔离促进了工业和农业
的专业化和大规模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对工人和土地的双重剥夺。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割裂了人和
土地的有机连结: 人类加工使用了更多的资源，但产生的废弃物却无法返回到土地重新利用，而是以

焚烧填埋等人工方式处理，对空气、水和土壤造成污染，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状态。此外，人地关系的
代谢失衡使得土地肥力丧失，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劳动者不得不大量施加化学肥料，而化肥产业的

发展又会带来更多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由于化肥元素配比和使用不当等问题，这种在短期内会提
升产量的人工干预方式又从根本上破坏了土地肥力，造成恶性循环。
虽然每个理论的切入点不同，但秉承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城市化与环境质量之间

存在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具体到空气问题上，即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将造成空气质量的恶化。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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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发现城市人口的增加可能带来了 PM2. 5 浓度的上升［16］。Shao 等研究者［17］分析了城市群扩张
对空气污染物的影响，认为空气中污染颗粒浓度的提升与城市群扩张过程存在比较明显的同步效

应。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受到城市增长逻辑推动，城市化过程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和能源消
耗，人地关系失衡，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排放出更多的污染物，这些都会加剧空气质量的恶化，因此，

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假设为:

假设 1: 城市化与空气质量呈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越高，空气质量越差。
( 二) 生态现代化理论: 城市化与生态理性

生态现代化理论发源于新经典主义理论传统，相比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对经济和政治利益联合体

的论述，该理论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发展过程，认为人类有能力摆脱“经济发
展———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新经典主义经济学家将清洁的环境视作一种奢侈品，只有具有一定
物质基础时人们才会欣赏以及有能力为清洁环境买单。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没有余力顾及
到经济行为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但经济的持续增长会提升环境需求，进而降低环境压力，最终环境问

题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这一过程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18－19］。
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了上述理论，将研究视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认为经济发展必然

伴随着社会进步，在科技、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崇尚生态理性的现代化过程将渗透到宏观社会
制度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诸多方面，从而遏制环境污染和破坏，在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点［20－21］。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也被认为是实现 EKC 拐点的重要推动力量。城
市化在提升经济水平的同时还推动了科技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互动方式和组织
形式，因此研究者认为城市化更全面更综合地反映了现代化过程［22］。在对我国近 30 年城市化和环
境的互动关系观察研究的基础上，郑思齐和孙聪［23］分析了城市化过程给环境保护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城市化初期粗放的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改善环
境的积极因素逐渐积累，如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区土地成本的提高、企业设备更新过程中
环保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居民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和对清洁环境的需要、政府环境监管和治理力度
的加大、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等等，这些积极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生质变，出现 EKC拐点。
由于城市化伴随的一系列社会进步，研究者认为城市化为遏制甚至改善环境问题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24］。Chen等学者［25］发现，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发展现状，原有粗放型城市发展应逐渐转型为以
高密度、复合型的土地使用模式和以人为本的居住社区为特征的紧凑型生态城市。在综合计算成本
收益的基础上，研究发现这类城市及其构成的城市群可以提升公共设施的可得性，提高基础设施的

使用效率，推动公共交通使用，减轻环境外部性问题。他们对我国 45 个核心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
较高的城市密度可以有效降低人均家庭能源消费。
虽然在生态现代化理论框架下对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有学者发现城市化与诸

多环境问题存在倒 U 形曲线关系。在国家层面，Martínez－Zarzoso 和 Maruotti［26］分析了 1975 年到
2003年 88个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较低时，城市人口的增加将导致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提升，而在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扩张将导致碳排放量的下降。在我国省份和
城市层面，Zhao等学者［27］通过对上海市遥感数据的分析认为，随着城镇建设用地和城市绿地的增
加，除氮氧化物以外的大气污染物呈现出下降趋势。任春艳等［28］对我国西北地区 5 个省会城市从
1991年到 2001年的 SO2、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物、降尘量和空气综合污染指数等数据分析发现，城
市化水平( 用市区人口进行衡量) 较低的西宁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西安综合空气质量最好，而中等城

市化水平的兰州和乌鲁木齐空气质量最差。具体来看，除了降尘量随着城市发展出现持续恶化的趋
势，其他空气质量指标随着城市发展均呈现出先恶化后好转的态势。王家庭和王璇［2］在省份层次的
研究也发现城市化与水污染之间存在倒 U形曲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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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生态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虽然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空气质量恶化情况较为

严重，但在城市化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由于政府在政策法规和规划监管等层面的积极参与，科学技

术发展促进燃烧效率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空气污染物排出量出现下降趋势，因此，本文的第

二个研究假设为:

假设 2: 城市化与空气污染呈倒 U形曲线关系，即城市化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地区空气污染程度
较低，在中等城市化水平的地区空气污染程度较高。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由于空气质量受社会经济条件、地形和气象状况影响较大，为了更精确地了解城市化过程对环
境的作用过程，我们将以城市作为本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研究数据主要来源包括《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29］、《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30］、《中国环境统计年鉴》［31］等年鉴类数据。鉴于目前最新发
布的 2015年年鉴均汇报的是 2014年数据，所有分析集中在 2014 年。因变量主要来自《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中我国 11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标，考虑到空气质量测量的复杂性、不同算法带来的数值差
异以及扩大样本容量的需要，笔者还采纳了世界卫生组织［32］和绿色和平组织［33］发布的中国城市空

气质量数据。其中，绿色和平组织的数据共涵盖我国 190 个城市，是从国家环保部公开信息平台上
收集已有相关信息公开的城市的所有空气质量监测点每日每小时的 PM2. 5 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并
按算数平均的方法分别计算出各城市 PM2. 5年均值。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共涵盖 210个城市，除了从
我国空气质量监测点取样外，还加入了亚洲清洁空气组织发布的数据。除去含有缺失值的变量后，
进入各组模型的样本依次为 171个城市和 102个城市。
( 二) 变量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是城市空气质量，具体操作化为以下五个变量。首先是 PM2. 5、PM10、SO2、NO2

四类重点监测空气污染物的年平均浓度( 微克 /立方米) 。其次，在对重点污染物分析的基础上，我们
还参照我国 GB3095标准，在模型中加入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对空气质量的综合状况进
行测量。其中，PM2. 5和 PM10数据分别来自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其余所有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结合前文提出的分析框架，笔者将城市化划分为人口和土地两个维度。结合现有研究［34－35］和

相关指标解释［36］，我国城市统计数据中主要包含两个层次: 市区和城区，其中市区是指城市行政区

域内的全部地域( 包括水域) 范围，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不包括市辖县( 市) ，属于行政地域概念，人

口构成上包含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城区是指街道办事处所辖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
市政公用设施连接到的其他镇( 乡) 地域，常住人口在 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因此城区可看作是城市的功能区域，是城市化过程的实际发生地。城区中的
城市建设用地是指城市用地中除水域与其他用地之外的各项用地面积，即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绿
地与广场用地八大类用地。建设用地体现了土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性质从农业用地到非农用地的
转换，是城市化在空间维度上的功能扩展。在此基础上，参考方创琳［37］和王洋［38］等学者的研究，本
文将各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操作化为城区人口( 含城区暂住人口) 占市区人口( 含市区暂住人口)

的比重，将土地城市化水平操作化为城区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所占的比重。除了衡量人口和土地城
市化的绝对量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笔者还根据 2013年和 2014 年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水平分别计算
了人口和土地城市化增速。
此外，研究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第二产业对空气质量有比较明显的影响［39－40］，因此本文控制

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从而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核心自变量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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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表 1展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和数据来源。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值和数据来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数据来源

细颗粒物( PM2. 5) 年平均浓度( μg /m3 ) 61. 10 20. 36 18. 70 131. 40 171 绿色和平组织

细颗粒物( PM2. 5) 年平均浓度( μg /m3 ) 55. 04 18. 21 15. 00 128. 00 171 世界卫生组织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浓度( μg /m3 ) 89. 73 35. 19 22. 63 305. 00 171 世界卫生组织

细颗粒物( PM2. 5) 年平均浓度( μg /m3 ) 64. 25 19. 68 23. 00 129. 00 102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浓度( μg /m3) 109. 88 33. 40 42. 00 224. 00 102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二氧化硫( SO2 ) 年平均浓度( μg /m
3 ) 37. 58 20. 92 2. 50 123. 00 102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二氧化氮( NO2 ) 年平均浓度( μg /m
3 ) 39. 02 10. 64 14. 00 67. 00 102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 ( 天) 229. 92 64. 64 79. 00 353. 00 102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人口城市化水平 0. 65 0. 23 0. 09 1. 00 171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人口城市化增速 0. 04 0. 13 －0. 18 1. 33 171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土地城市化水平 0. 39 0. 28 0. 06 1. 00 171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土地城市化增速 0. 06 0. 13 －0. 46 1. 14 171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69457. 25 45323. 94 20529. 00 389702. 00 17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50. 80 8. 85 19. 92 78. 93 17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三) 研究方法

由于空气污染的扩散性，某城市的因变量取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邻近城市空气状况的影

响，存在空间聚集模式，需要使用空间模型进行数据拟合，但是，当样本量较少、样本中的城市缺乏邻
近关系时，空间影响较弱，可能无法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因此笔者首先对所有模型进行了 Moran’s I
检验，用以确认研究区域内空间对象之间的关联程度，观察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模式。当因变
量为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 PM2. 5数据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PM2. 5 和 PM10 数据时，Moran’s I 值
依次为 0. 26 ( p＜0. 05) 、0. 22 ( p＜0. 1) 和 0. 375 ( p＜0. 05) ，说明此时样本城市中相似的观测值趋于
空间聚集，应当使用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 lag model) 进行建模［41］。当因变量为环境统计年鉴中的
PM2. 5、PM10、SO2、NO2 和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时，对应的 Moran’s I 值依次为－0. 136
( p＞ 0. 1) 、－0. 597( p＞ 0. 1) 、0. 077 ( p＞ 0. 1) 、－0. 047 ( p＞ 0. 1) 和－0. 361 ( p＞ 0. 1) ，考虑到样本中
只有 102个城市，分布较为分散，没有观察到空间效应，因此使用 OLS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在空间滞后模型中，我们加入空间滞后项控制邻近城市之间的空间依存关系。具体的计算方法

是，我们首先用城市地理信息构建一阶 Queen 邻近矩阵确认相邻的城市，然后在邻近城市之间计算
出因变量的均值作为空间滞后项。模型的表达式为:

Y = ρWy + Xβ + ε
其中，Y表示因变量，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Wy表示空间滞后项，ρ是空间滞后项的参数，衡量观测值
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程度，X表示因变量，β是 X的参数，ε表示误差项。
此外，本研究还借鉴了环境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 Sto-

chastic Impacts by Ｒ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STIＲPAT) ［42－43］，对所有变量均
进行了对数处理。对 STIＲPAT模型计算出的回归系数的解释类似于弹性系数，即控制其他变量后，
自变量每提升 1%对应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比。因为不包含单位，各变量之间对因变量的作用情况可
以进行直接比较。
模型建构上，首先，我们加入了人口和土地两个维度用于全面考察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其次，为了检验城市化和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倒 U 形曲线，模型中加入了人口城市化和土
地城市化的平方项。第三，模型中还加入了相比 2013年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扩展速度，这样可以直
接观察到城市化过程对空气质量影响的动态过程。最后，所有模型均控制了用人均 GDP 衡量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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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和用第二产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

四、分析结果

( 一) 空间滞后模型结果

表 2反映了检验空气中 PM2. 5和 PM10浓度的空间滞后模型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的预测变
量分别是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汇报的 PM2. 5年平均浓度，模型 2可视作对模型 1的稳健性
检验。两个模型中，空间滞后项参数分别为 0. 209( p＜0. 001) 和 0. 128( p＜0. 01) ，再次证实了 Moran’
s I 检验结果，说明确实存在空间聚集效应，如果某城市周边城市空气 PM2. 5 浓度较高，那么该城市
PM2. 5浓度也会较高。

表 2 空间回归方程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PM2. 5年均浓度
( 绿色和平数据)

PM2. 5年均浓度
( WHO数据)

PM10年均浓度
( WHO数据)

人口城市化水平 4. 731＊＊ 2. 733* 2. 501+
( 1. 582) ( 1. 197) ( 1. 277)

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平方 －3. 227＊＊ －1. 749+ －1. 276
( 1. 186) ( 0. 897) ( 0. 957)

人口城市化增速 －1. 029+ －0. 878* －1. 190＊＊

( 0. 550) ( 0. 415) ( 0. 443)
土地城市化水平 2. 775＊＊ 2. 117＊＊ 2. 048＊＊

( 0. 905) ( 0. 684) ( 0. 730)
土地城市化水平的平方 －2. 340＊＊ －1. 783＊＊ －1. 730＊＊

( 0. 790) ( 0. 597) ( 0. 637)
土地城市化增速 1. 774＊＊ 1. 093* 1. 696＊＊＊

( 0. 598) ( 0. 452) ( 0. 48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 177* －0. 092+ －0. 002

( 0. 073) ( 0. 056) ( 0. 059)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0. 747＊＊＊ 0. 350＊＊ 0. 037

( 0. 152) ( 0. 115) ( 0. 123)
空间滞后项 0. 208＊＊＊ 0. 128＊＊ 0. 089*

( 0. 058) ( 0. 044) ( 0. 042)
截距值 0. 940 2. 301＊＊ 2. 717＊＊＊

( 0. 952) ( 0. 719) ( 0. 768)
N 171 171 171
Log likelihood －123. 701 －75. 667 －86. 806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p＜0. 001，＊＊p＜0. 01* p＜0. 05 ( 双边检验) 。

在模型 1中，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预测一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系数均为正数，平方项
的系数均为负数，并且都在 0. 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因此可以刻画出 EKC 的曲线关系。也就是说，
空气中 PM2. 5在人口和土地城市化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城市中浓度相对较低，而在人口和土地城市
化水平居中的城市里浓度较高。这与在国家层面的研究基本一致，在使用城镇人口比例作为城市化
的指标时，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44］。有趣的是，虽然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水平都与
PM2. 5浓度呈倒 U形关系，但人口城市化增速与土地城市化增速却有不同的影响: 城市人口增速会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PM2. 5浓度，而城市土地增速则会加剧空气中的 PM2. 5浓度水平。具体来看，在
模型 1中，城市人口增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PM2. 5浓度平均会降低 1. 029%; 相反，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增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空气中 PM2. 5浓度平均会提升 1.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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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控制变量也对 PM2. 5 浓度有显著影响，控制了城市化水平后，人均 GDP 与城市空气中的
PM2. 5浓度呈负相关关系，人均 GDP 增加 1%时 PM2. 5浓度降低 0. 177%。第二产业比重与 PM2. 5
浓度呈正相关关系，平均来看，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每提升 1%，空气中 PM2. 5 浓度会增加
0. 747%。模型 2中所有预测结果与模型 1 基本一致，说明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较强，具体解释不再
赘述。
模型 3汇报了对 PM10 年均浓度在 171 个城市中的检验结果。空间滞后项参数为 0. 089 ( p＜

0. 05) ，说明 PM10浓度也存在空间聚集效应。不同于对 PM2. 5浓度的预测结果，此时人口城市化水平
的回归系数虽然与前面两个模型方向一致，但仅呈边缘显著性( p＜0. 1) 。土地城市化对 PM10的倒 U
形影响效果依然比较明显。此外，人口城市化增速仍会降低 PM10年均浓度，而土地城市化增速会提高
城市空气中的 PM10浓度。最后，控制其他变量后，人均GDP 和第二产业比重对 PM10年均浓度没有显
著影响。
( 二) 检验综合空气质量指标的 OLS回归分析结果
表 3中的模型 1到模型 5依次展示了对五项空气质量指标进行 OLS 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整体

上看，与表 2中的空间滞后模型相比，表 3的五个模型中回归系数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控制了经
济发展水平和第二产业比重之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对空气状况都有倒 U形的影响，即处在人
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水平较低和较高两端的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高，而在中等城市化水平的地区，

空气状况最差。可能由于样本量较小导致标准误较高，因此人口城市化相关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此外，人口和土地城市化增速在 102个城市样本中也没有观察到对空气质量的显著影响。
同时考虑到数据差异，笔者使用绿色和平数据和WHO数据对样本中的 102个城市进行了 OLS 回归分
析，发现与表 3中使用环境年鉴数据结果基本一致( 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即没有发现人口城市化对
PM2. 5和 PM10存在显著影响，而土地城市化对两大空气污染物浓度呈倒 U形曲线关系。

表 3 OLS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PM2. 5年均浓度
( 环境统计年鉴)

PM10年均浓度
( 环境统计年鉴)

SO2 年均浓度 NO2 年均浓度
空气质量达到及
好于二级的
天数 ( 天)

人口城市化水平
4. 326
( 6. 244)

3. 199
( 6. 222)

2. 519
( 6. 936)

4. 668
( 5. 327)

－1. 312
( 7. 725)

人口城市化水平的
平方

－2. 454
( 4. 160)

－1. 400
( 4. 145)

－0. 993
( 4. 621)

－2. 290
( 3. 549)

0. 307
( 5. 147)

人口城市化增速
1. 220
( 1. 375)

－0. 575
( 1. 370)

－0. 582
( 1. 528)

－0. 410
( 1. 173)

0. 025
( 1. 701)

土地城市化水平
4. 390＊＊
( 1. 665)

4. 432＊＊
( 1. 660)

0. 993
( 1. 850)

4. 177＊＊
( 1. 421)

－5. 865＊＊
( 2. 061)

土地城市化水平的
平方

－3. 617*

( 1. 396)
－3. 470*

( 1. 391)
－0. 714
( 1. 551)

－3. 395＊＊
( 1. 191)

4. 968＊＊
( 1. 727)

土地城市化增速
0. 608
( 1. 538)

1. 076
( 1. 533)

－0. 060
( 1. 709)

1. 937
( 1. 313)

－0. 141
( 1. 90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 169
( 0. 139)

－0. 105
( 0. 138)

－0. 019
( 0. 154)

0. 264*

( 0. 118)
0. 219
( 0. 171)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0. 762＊＊
( 0. 230)

0. 854＊＊＊
( 0. 229)

0. 471+
( 0. 256)

0. 322
( 0. 196)

－0. 270
( 0. 285)

截距值
0. 233
( 2. 002)

0. 042
( 1. 995)

1. 077
( 2. 224)

－3. 650*

( 1. 708)
4. 939*

( 2. 477)
N 102 102 102 102 102
Ｒ－squared 0. 188 0. 210 0. 064 0. 228 0. 100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p＜0. 001，＊＊p＜0. 01，* p＜0. 05 ( 双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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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前四个模型主要检验了 PM2. 5、PM10、SO2、NO2 四个单项空气质量指标的估计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城市化水平与空气中的 PM2. 5、PM10和 NO2 浓度存在显著的倒 U形曲线关系，
影响强度基本一致。经过计算，三项污染物浓度达到峰值时对应的土地城市化水平依次是 41%、
43%和 42%，也就是说，当城市建设用地占比达到 40%左右时对空气质量的负面影响最强。控制变
量上，人均 GDP 只对 NO2 存在显著影响，人均 GDP 每提升 1%，NO2 浓度提升 0. 264%。产业结构也
会影响空气状况，较多的第二产业会对空气质量造成负面影响，第二产业比重每提升 1%，空气中
PM2. 5、PM10和 SO2 浓度相应提升 0. 762%，0. 864%和 0. 471%。
模型 5是对空气状况的综合检验，因变量为一年之内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在此模

型中，因变量取值越高，说明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越多，空气状况越好，因此相比于其他模型，模型 5 是
对研究假设的反向检验。研究结果与前面四个模型基本相符，土地城市化对综合空气质量的影响最
为明显，同样的，中等城市化水平时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最少，城市化水平较低和较高时空气质量达标

天数增多。曲线最低值为 40%，即当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低于 40%时，土地城市化与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呈负相关关系，土地城市化水平越高，综合空气质量越差; 当城市建设用地比重高于 40%时，土地
城市化与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的推进带来更好的空气质量，这一发现再次验证

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五、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过程，既包括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土地利用方

式从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变，后者直接反映了城市扩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环境社会学研
究者在分析城市化的环境效应时，主要从两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 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城市增长逻

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培育出的生态理性，认为发展

是解决空气问题的唯一途径。在两大理论框架下，本文基于我国一百余个城市数据，利用空间滞后
模型和 OLS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化的两个维度如何影响了细颗粒物( PM2. 5) 、可吸入颗粒物
( PM10) 、二氧化氮( NO2 ) 和二氧化硫( SO2 ) 四种主要污染物和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共五

个衡量空气污染水平的变量。研究结果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描述，在中等城市化水平的城市空
气污染水平最高，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和较高的两端污染水平最低，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支持。
具体来看，虽然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对空气污染水平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但土地城市化

变量在样本量较小时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相比于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对空气质
量的影响更为强劲。在土地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以农业耕地为主，使用
的资源和能源较为有限，污染排放低，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代谢循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随着
城市化的逐步推进，资本增长逻辑逐渐取代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经济增长超越其他需要，成为城市发

展的首要任务。生产力在这一阶段的快速提高也加大加快了资源使用强度和速度，带来废弃物排放
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盲目追求导致对环保治理思路和技术的忽视，因此在这些中等城市化水平的
地区空气污染浓度达到峰值。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基本物质需求已被满足的前提下，人们
的受教育水平提高，环保意识增强，对环境恶化的容忍度下降，而空气污染的直观性和影响范围的广

泛性使人们对清洁空气的需要首当其冲。同时，城市化较为成熟的地区工业生产相对集中，既便于
政府监管，也更有利于新技术推广和使用，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更高，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

更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曲线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城市化超过中等水平后空气污染就会自动解

决。根据生态现代化理论，城市化实质上体现了个体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
缓解是多个层次的行动者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提升环保意识
和环保知识的同时，个体不应单纯地将自己视作空气污染的受害者，更重要地是认识到作为公民，应

当如何从舒适但高能耗的生活方式转向绿色可持续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这样既有助于塑造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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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习俗、文化和实践逻辑，也可以从经济链条的末端倒逼生产者提供节能环保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还应积极推进城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的创新，使城市居民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向“自我组
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方向转变，充分发挥第三方组织在环境维权、公益诉讼等环保事务上的
参与监督的功能［45］。从 PM2. 5纳入我国空气质量监测标准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民众在推动空气质
量改善上起到的重要作用。2011年 10 月，北京市雾霾围城，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 PM2. 5 数
值一直在 200上下，但同时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最严重时也只有“轻度污染”，与
民众日常观感差异较大。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空气质量指数只涵盖了 PM10、NO2、和 SO2，没有考虑

PM2. 5。此时空气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再加上名人微博的推动，空气污染成为当时社会热点问
题。在公众压力下，环保部 11月份公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12 月 21 日公布了各地
实施监测 PM2. 5时间表，2012 年 2 月 2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3月 5日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宏观社会制度上，在城市化过程中减轻乃至解决空气污染需要多个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

者、企业、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等的合作［46－49］。例如，在政策法律层面，国务院在 2013 年印发了《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在 2014年全面实施，其中强化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城市群的
大气污染监测和防治协作机制。2015 年发布《大气污染防治法》，为空气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2015年，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实行
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并与国务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与此同时，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也在逐步推进，
重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淡化以 GDP 论英雄的官员考核模式，2014 年开始，对地方官员
的政绩考核不再单纯参考 GDP，环境保护、资源消耗等约束性考核指标的权重加大。在技术创新层
面，2014年，在原有 2013年 74个重点城市实时发布 PM2. 5 数据的基础上，新增了 87 个城市，开始
向社会发布实时监测数据。2014年 35个重点城市源解析论证工作基本完成，并开始使用卫星遥感
监测和无人机技术进行环境执法检查［50－51］。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的实证研究，系统地分析了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过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未

来研究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分析。首先，理解城市化过程对农村空气质量等环境问题造成的
影响。由于篇幅和数据所限，本研究没有对此深入挖掘，但已有研究发现，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常常
是被遗忘的角落，甚至沦为污染转移的目的地，同时由于地方精英的大量外流、地方性知识的破坏和
环境监管机构的缺失，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日益恶化［52－53］。其次，从不同渠道搜集数据，
对城市化与空气质量的关系进行纵贯性分析。由于我国 2013 年起才开始系统地发布 PM2. 5 数据，
时间段较短无法进行时间序列研究，否则可以更好地描述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空气质量的变化

趋势。最后，本文着重探讨了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到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可能对于其他类型的环境问
题也会有类似的发现，未来研究可以选取其他数据对城市化的环境影响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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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air 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ity-level data in China

WANG Yan ·100·

Over half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now live in cities after urbanization has started in 1978． Drawing upon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how population and land

expansion affect five air quality measures of fine particles，inhalable coarse particles，nitrogen dioxide，sulfur dioxide，and

number of days with grade II or higher air quality． It applies spatial lag modeling and OLS modeling techniques to a dataset

with more than 100 Chinese cities． Ｒesults show that air pollution is most serious in cities with moderat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expansion and is least serious in cities with lowest or highest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expansion，and that land-

use change has a bigger effect on air quality compared to popul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It implies that urbanization reflects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and that the allevi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quires collaboration among all stakeholders in the pursuit of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12)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nutrition intakes

XU Zhi-gang，ZHONG Long-han，ZHOU Ning，LU Wu-yi ·11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alorie and protein intake of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al migr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hildren’s caloric intake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low income group while children whose parent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local area are not affected．

However，i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ldren’s protein intake． Though children whose parents working off-farm in local

area show no difference，parental migration decreases children’s protein intake significantly whil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aloric intake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high income group． The result has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urbanization mode，promotion of local non-farm employment as well as children’s migration with their parents．

( 13) Migrant settlements in Chinese big 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SUN Xiu-lin，GU Yan-xia ·120·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urbanization，migrant population tends to live in their settlements separate from the local

resid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ttlements of migrant population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n Shanghai where migrants account

for 40%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We h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the settlements scatter around downtown area and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s larger near the suburbs than that in outer suburbs． Second，migrants from a given province are more

inclined to live in compact communities． We finally discus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n hope that the study can help improve

urban governance．

( 14) Wen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culture LI Bei-lei ·130·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Wen ( patterns) can be found on nearly all art works like jade，

pottery，bronze，eaves tiles and building components． As writings are believed to convey truth in Chinese culture，this paper

states that patterns are made to convey truth too．

( 15) Zhiku in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Jiaxing，Zhejiang FENG Zhi-jie ·139·

Zhiku ( pawnshop) expanded into nearly all sectors including rice and silk production in Jiangnan ( south of Yangtz

Ｒive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refore reaped substantial profits． While many items can be pawned，pawnshops typically

accepted works of art as col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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